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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分田运动与地方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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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苏区社会原有的
权力结构和地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受到传统乡族关系和矛盾因素的深刻制约，在分田的
过程中出现了乱打土豪、乱划阶级和假分田、乱分田等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地方主义问题的存在，
集中体现了传统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观念和地权私有观念对现代阶级革命的严重影响，表明
当时中共分田政策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并未得到彻底实现，反映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
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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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共在赣南、闽西等地发动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包括从革命一开始
就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不断深入开展的查阶级和查田运动等斗争，对中央苏区社会原
有的权力结构和地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具体表现为乡村豪绅地主阶层受到沉重打击，大量的地
契债券被收缴焚毁，许多乡村土地得以重新分配。［1］这可以说是现代阶级革命在中国农村的历史
性创举。但在整个分田革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乱打土豪、乱划阶级和假分田、乱分田之类的严
重问题。如常有苏区基层干部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或帮他们隐瞒成分和土地，或把地主富农
划作中农贫农，而把中农贫农当土豪打;在分田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也分田甚至分好
田，贫农雇农却分坏田，甚至有假分田;还有就是大姓多分田、分好田，小姓少分田、分坏田，乃至于
在村庄与村庄之间、一般农民之间也发生土地分配争多论少的现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
中共领导者就已注意到此类问题和现象，并常常将其概括为“非阶级路线问题”，但许多时候亦将
其具体表述为“地方主义问题”(或家族主义、封建的地界观念问题)。这就提示我们，中央苏区的
分田革命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掺杂了各种地方社会的影响因素，而不只是阶级革命路线方
针政策所指引和导致的结果。①那么，乡村社会中各种非阶级的“地方”因素究竟是如何卷入分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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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中的?这对苏区土地革命进程产生了怎样的阻碍和影响?反映了现代阶级革命与传统乡村社
会之间何种复杂关系?本文拟利用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红色中华》等苏区革命历史文献以及其
他有关地方历史文献，结合对中共土地政策的分析，着重从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观念和地权私
有观念等三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和探讨，以期揭示苏区土地革命的复杂社会内容和曲
折进程。①
一、乡族亲邻关系与阶级斗争
中共以阶级斗争为指导发动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中央苏区一个个具体的村落和村落人群中
进行的，因而在阶级划分与土地分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村落人群之间原有乡族亲邻关系的
直接干扰和严重影响。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从中央苏区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分田单位)谈起。
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主要是“以乡为单位”，当然也有“以村为单位”的。［2］以乡或村为单位，
指的都是分田的人口单位，而不是土地分布的范围。也就是说，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土地按人口的平
均分配(具体原则详见后面论述) ，是在一乡或一村的人群范围内进行的，并主要由基层的“乡苏维
埃”(乡苏)甚至“村苏维埃”(村苏)干部来具体执行，上一级的“区苏维埃”(区苏)干部则主要负责
指导协调。［3］这个具体的人群范围，可以说是我们理解阶级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
“政治场域”。②
需要指出的是，“乡”的范围有大有小，包含的村庄若干不等，但原则上须在地理条件和人口规
模上与乡苏干部的管理能力相适应，同时群众也愿意接受(至少不强烈反对)的一个划定范围，否
则分田很难进行。如 1928—1929 年期间，在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永新等县，由于山区村庄田少，平
地村庄田多，曾经以三四个乡合为一个分田单位，甚至以区乃至于全县作为单位平分土地，但因田
多之乡的反对，或者隐瞒田地不报，结果行不通，分田分了好几次都没有分好。［4］1929—1930 年间，
赣西南“永新、兴国等地许多乡政府管辖范围大到五六十里，乡苏之下有廿多个村苏维埃，群众达
一万以上。这样一来，区域太宽，群众又多，乡苏工作能力有限，因此政府是不能切实来管理群众
的”，其结果也阻碍了土地的彻底分配。［5］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1931 年 11 月，苏区中央政府对“乡
苏”与“区苏”的区域划定范围作出指导性规定:“(甲)乡苏:山地，每乡管辖纵横不得超过 15 里，人
口不得超过 3000;平地，每乡管辖纵横以 5 里为主，最多不得超过 10 里，人口不得超过 5000。(乙)
区苏:山地，管辖乡数，最多不得超过 9 乡，地域纵横不得超过 45 里;平地:管辖乡数，最多不得超过
12 乡，地域纵横不得超过 30 里;每区必须有一个经济中心———市镇或圩场，作为行政中心。”［6］由
此看来，作为分田单位的“乡”，其范围往往不出乡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其所构成的若干村落，大体
可视为一个“邻里社会”。即便是“区”，也是在一个以基层市场(圩镇)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活动空
间范围之内，乡民之间的农产交易、婚姻往来等活动，使得由“乡”“村”构成的“区”，往往成为一个
·141·
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中共地方干部(本地干部)、宗族势力以及传统地权结构对分
田、查田运动的影响，体现了土地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不过，各种地方因素对分田运动的综合影响仍有待专
题探讨，本文立论的目的即在于此。有关研究参见黄伟英:《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分田簿〉探究———江西兴国县茶园
乡孔目村土地分配》，《农业考古》2012 年第 1 期;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
《开放时代》2011 年第 8 期;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2015 年第 6 期。
以往的苏区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的区域单位(如各大革命根据地区域) ，很难抓住革命行动者与其社会环
境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概念，旨在探析行动者的行动与行动所发生场所(社
会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研究占据一定位置空间的人群的行动关系(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场所或空间是有固定边
界的) ，这对于苏区乡村革命的社会史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31-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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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紧密社会关系的“乡亲社会”。而对于人脉广泛熟络的区苏、乡苏干部等地方精英来说，更不
啻是一个“熟人社会”。［7］至于作为分田单位基础的“村”，家族关系构成其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明清以来，赣南、闽西乡村的家族组织获得广泛发展，至土地革命前夕，“聚族而居”已成为这一地
区普遍的乡村聚落形态，甚至发展出超村落的宗族联盟，从而成为典型的“宗族社会”。［8］1928 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指出:“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
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9］
所以综合来看，作为中央苏区分田单位的“乡”“村”，乃至于其上一级的行政单位“区”，里面
包含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家族关系乃至邻里关系、乡亲关系和熟人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说是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传统的“乡族亲邻关系”网络。① 这种结构性的乡族亲邻关系，不仅不是
中共倡导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所可轻易打破和取代的，反而对苏区“乡”“村”的阶级划分和土地
分配产生了多方阻碍与影响。这可以从苏区基层干部甚至一般群众庇护和同情本姓或本地地主富
农的诸多事实中得到具体反映。
首先，是同族关系在土地没收与分配过程中的阻碍与影响。如在 1930 年上半年寻乌县双桥区
大田乡的分田运动中，该乡地主梅元坤不肯让出他的田给群众平分，并以强硬的口气说:“分田呀!
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为此告到县苏维埃政府，县苏要双桥区苏政府去捉拿梅元坤，但区苏负
责人梅立三因与梅元坤同族，竟然把这件事隐而不办。虽然最后梅元坤的田还是被群众平分了，但
他本人因为族人梅立三的庇护而并没有受到打击。［10］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在石城县小松区，虽然
说至 1932 年 3 月已完成分田运动，但实际上并不彻底。［11］这里的区苏干部一方面保护土豪地主的
田产，另一方面还乱把贫苦工农当土豪打。如小松圩的郑贡求、郑柏松、郑享岐三家大土豪，分别拥
有收租的田 70—170 担不等，当地贫农团及群众开过三次会议，都一致要没收他们的田产，可是小
松区苏的工农检察部长郑炳奎同别的负责同志竟然出来担保这三家不是土豪，这个问题直到 1932
年底才被苏区中央政府工作团检举出来。［12］小松郑氏明初从宁都迁居此地开小松圩，经过明清数
百年的发展，在小松圩周围形成土楼里、祠堂下、社公坨、溪背、园江坨、月坪上、严坑里等聚居村落，
成为当地“聚族而居”的大族。［13］区苏干部郑炳奎庇护他的同族郑享岐等土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强宗大族对分田运动的严重阻碍。
其次，是同村或同乡关系对分田运动的阻碍与影响。如胜利县桥头区(雩都县北乡)是赣南较
早开展革命斗争和土地分配的地区，但中央工作团在 1932 年 8 月检查土地分配问题的过程中发
现，当地有位名叫李葱葱的，家有 8 丁，过去田有 160 余担，大部分出租，而且还雇佣长工和放高利
贷;还有一位叫谢声璋的，家有 6 丁，过去田有 130 余担，出租土地，雇佣长工，自己不劳动。这两人
的阶级成分应该分别是地主兼高利贷者和富农，可是当地基层干部却把他们都当作贫农分给好田，
这属于因为同乡关系包庇本地地主富农的情况。［14］在 1933 年八九月寻乌县澄江区的查田查阶级
运动中，不仅当地的一些地主富农“利用宗族姓氏观念，拉拢欺骗同姓中农贫农，企图维持他的残
余封建势力”，甚至有区苏干部包庇地主富农的情况。如区苏土地部长黄松春，是澄江区岗背乡族
坑村人，该村人口有一二百家，他完全担保认为都是贫苦工农，结果该村许多地主富农未曾查出一
家。笔者注意到，族坑村实际上是廖氏的聚居村庄，而毗连同属岗背乡的上江、下江、围背等村落才
是黄氏聚居村庄，黄松春可能出自这些黄氏村落，他庇护廖氏村落，显然是因为同乡邻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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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乡族”的概念是傅衣凌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提出的。傅先生指出:“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
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
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
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
位。”本文借鉴这一概念，用“乡族亲邻关系”来概括苏区乡村中相互交织的各种社会关系。参见傅衣凌:《中国传
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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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5］其实，在分田运动中，对于地主富农分得甚至隐瞒一点维持生计的田地或者用作秧苗的好田
(秧田) ，一般贫苦民众也常常因为邻里乡亲的常人感情而报以同情支持的态度，这种事例在
1930—1932 年间赣西南的永丰、公略、万泰、万安、胜利等县的乡村地区普遍存在。［16］
最后，是亲戚朋友关系对分田运动的影响与阻碍。如 1933 年 1 月，宁都县安福区群众在查阶
级斗争中，查到一个“不良”富农，并将其押解到区苏处理，结果区苏主席赖进因为与该富农是亲
戚，竟私自将其放回家，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苏区中央工作团视为用“封建关系、亲戚观念破坏苏维
埃法律”的严重错误。［17］又如雩都县黄龙区朱田乡的党支部书记和贫农团主任，都与本乡富农林章
彩有“姓氏亲戚关系”，结果在查阶级过程中，不但没有揭发林章彩的阶级成分，反而对他过去欺压
群众的行为进行包庇。［18］除了亲戚关系，朋友师门关系也直接影响到阶级斗争。如 1931 年 9 月，
雩都县古梓区主席温良，在组织土地分配时，因他与当地原靖卫团团总地主张炳勋“有师弟之谊，
故不没收其土地财产，反分给他土地”。1932 年 6 月，温良因这一“有意执行反革命策略，故意破坏
苏维埃政府威信”的罪状而被江西省苏裁判部判处死刑。［19］
上述事实表明，同族、同乡以及亲戚朋友等各种传统乡族亲邻关系对苏区阶级斗争和土地分配
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乱划阶级和乱分田等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主义问题表
面上看大多出现在 1932 年以后，但实际上，乡族亲邻关系对分田运动的干扰影响，早在 1928 以来
特别是 1929—1931 年期间就已潜生滋长，只是其导致的问题在 1932 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
才不断发酵和被发觉。关于这一点，以下有关文件和事件是特别值得注意的:1932 年 2 月，中共江
西省委在一份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江西苏区的许多中心区域，“尤其是在新发展区域中，因为未
充分动员群众反豪绅地主反富农的斗争，来肃清豪绅地主统治的影响，和地方的、氏族的宗法关系，
所以仍到处表现富农甚至豪绅地主都一样分田，以及瞒田、分假田的现象。”［20］同年 7 月 13 日，福
建省苏发布的《福建苏维埃政府检查土地条例》也指出:“在去年(1931 年)重新分配土地时，因为
军事局面紧张，时间匆促，加之共产党各级党部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上有许多缺点，农民群众对
阶级分别弄不清楚，所以地主富农一方面持旧有封建的房族亲戚的势力强分土地，一方面又地主假
富农，富农假中农的欺骗方法偷分土地。最近各处即发现许多地主分到土地，许多富农还多分田而
且分好田，地主富农得到这样的好处，便保持他们原有地位，暗中造谣捣乱，企图破坏苏维埃红
军。”［21］福建省苏发布这个条例的目的，就是要在整个闽西发起一个大规模检查土地的运动，其中
特别要求“在检查土地时，应打破与地主富农妥协的观念(如因亲戚、房族关系……不敢清查等) ，
同时要打破害怕地主富农的观念(受地主富农恫吓等)”。［22］一个月以后，即 1932 年 8 月 13 日，江
西、福建两省，以及中央政府瑞金直属县和附近会昌、寻乌等县工农检察部的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各
级工农检察部目前中心任务的决议，要求各地发动阶级斗争和开展彻底的土地检查。［23］1933 年 2
月，毛泽东、王观澜等在瑞金云集区叶坪村开展查田运动试点工作。至 1933 年 6 月，苏区各地开始
大规模查田运动(主要是查阶级)。当时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和复杂。1933 年 6 月 20 日发布
的《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就指出:“(在革命最初阶段)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
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
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
发展，以便将他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这种现象，除了个别的先进县区之外，在大
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24］
以上分析表明，地方宗族的、房族的、亲戚的等各种乡族亲邻关系因素，在 1932 年以前就深度
卷入了分田运动之中，并持续影响和阻碍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以致瞒田、分假田和颠倒阶级成分等
“非阶级现象”一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和重视，于是才有 1932 年
下半年开始的土地分配大检查和 1933 年的查田运动。但即使是在 1933 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查田运
动中，各种地方主义问题仍时有发生。如 1933 年 8 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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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现许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维埃
中还常常遇见到个别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动摇，这
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丢弃不了姓族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
成分。或者错误的分析阶级成分，把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
极端疏忽中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诬告。”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正是传统乡族亲邻关系对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的潜在影响和持续干扰，导致了中央苏区土地革
命从前期分田运动到后期查田运动的转变。
二、村落领地观念与分田矛盾
中央苏区主要“以乡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政策，是按照“原耕总合分配”的原则来实施的。由于
这一原则与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领地观念”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机制冲突，其结果不仅常常造成一
乡之内各村落之间、各姓氏之间甚至一姓之内各房派之间的分田矛盾，也会带来“以村为单位”分
田的一些弊端。这些矛盾和弊端同样表现为严重的地方主义问题，对苏区土地革命进程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的范围，不仅包括村民的聚居地(村庄或村落) ，也包括村民在聚居地之
外所耕作的农地(村地)。在明清以来永佃制乃至一田二主制盛行的背景下，一个村庄在一定时期
内往往占有相对稳定的耕地(包括耕作权) ，这可以称之为“村落领地”。② 中央苏区土地分配的
“原耕总合分配”原则，就是以这种“村落领地”(即原耕地)为标准去平分的，即在分田的时候，“以
乡为单位”(分田的人口单位) ，由该乡苏维埃政府将本乡农民原来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种的田地(原
耕地)总合起来，通过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方式，按人口平均分配田地。［25］
由于一乡之内村庄大小(人口规模)和土地多寡肥瘠各有差别，因此，以一乡人口为单位来平
分全乡土地，往往遭到田多之村的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己村的原耕土地被分出去(包括抽多补少
和抽肥补瘦)。另外，山多地远的乡，农民也不赞同以乡为单位分田，因为分的田隔得远，耕种不
便。所以在 1930 年，寻乌特别是赣西南的兴国、吉安、吉水等县的许多乡村，实际上并没有遵照土
地法“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而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田。［26］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以村为单位分
田，是一种有利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存在许多弊病:一是大村不肯拨田给小村，也就是说，田少
的村独立分田，得不到大村的拨补，人均土地有限，不足维持生计;二是分田单位(村庄)太多，区
苏、乡苏政府不易督促管理，暗中生出许多弊病;三是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一
般群众，不去彻底平分土地和打土豪。［27］因为这些问题，赣西南许多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地方，往往
分了多次都没有分好田，以至于上级机关强制这些地方以乡为单位重新分田。
可是，因为当地实际情形不适合和群众不愿意，机械地强制推行，其结果往往也无法解决土地
问题，南康县浮石区李村乡的分田就是这样的事例。1932 年 2 月，准备攻打赣州城的一支红军部
队来到南康浮石李村乡，帮助当地群众组建了李村乡革命委员会，随即要求按照苏区土地法令，以
乡为单位进行分田。但是，李村乡地处山区，村子大多分散在山岭阻隔的山坑里，有的村田多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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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 24 期(1933 年 8 月 9 日)。当时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记载还
有不少。
这一概念的定义，源自日本学者片山刚的讨论，他把村落和村地合称为“村落领地或领域”。另外，张佩国
关于近代江南乡村“村界”和“村籍”的研究，也有相似的讨论。本文主要讨论“村落领地”中的耕地。参见片山刚:
《拥有土地自然的重层结构———20 世纪前期广东农村的单位地名及单宗农田的领域》，布和译，《日本当代中国研
究·2010》，东京: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2010 年，第 60-81 页;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7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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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村田少人多，因为山路太远，田少村子的农民既不愿意要田多村子的田，也不愿意移居到别村，
于是要求以村为单位来分田。但红军干部硬要坚持苏区土地法令，于是想出一个“分田出租”的办
法，即:农民既然不愿移民，那就将分在别村的田拿去出租，每年只需要跑一次去收租就可以。但没
有想到，这些农民本人有劳动力，他们是不会闲着自己的劳动力，而将分到的土地拿去出租的。结
果，该乡的土地分配在两个月当中也没有解决，以乡为单位的分田办法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28］这
反映了机械的分田地域标准与地方实际情形之间的冲突。
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在苏区各地，“以乡为单位”分田仍是主要的做法。［29］但是，这种“原耕
总合分配”的分田办法，势必要打破原有的“村落领地”(原耕地) ，结果也因为地方的因素而造成分
田的矛盾和严重的地方主义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一乡之内，有大姓村庄和小姓村庄
之分，在总合平分的时候，大姓往往欺压小姓，于是发生大姓村庄多分田、分好田，小姓村庄少分田、
分坏田的情形。如在宁都县青塘区，就是“以大小姓来分别田地好坏”的。［30］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
“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地方，也因为一村之内有大小姓之分而常常发生这种问题。如在兴国县永丰
区第三乡长窖村，1930 年 2 月第一次分田就是“以姓为单位，因为村内田多的姓不肯分出田来与田
少的姓”，结果各姓人均分得田数 4 石 1 桶至 7 石不等，明显不平。到 8 月第二次分田，才以村为单
位，每人分得 6 石。［31］而有些地方，甚至在一姓之内以房为单位分田，如 1933 年 8 月，闽西宁化县
巫坊乡(今宁化县湖村镇巫坊村)以房为单位分田，结果许多富农分好田。［32］这些情形，都不同程度
地反映了苏区分田过程中姓氏界限对阶级斗争的严重干扰。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山多田少的一些地方，如一区或一县之内，有的乡田极少，有的乡田
相对多，为保证田少之乡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就以数乡合为一个单位来总合平分。但这种做法往往
因田多之乡的反对而难以实行，如井冈山地区的宁冈、永新等县就有这种情形。1929 年 7 月，闽西
苏区也曾制定这种数乡总合平分的分田办法，前提是当地群众自愿要求，并经苏维埃政府批准方可
实行。［33］但估计也是行不通，所以在 1930 年 2 月做了调整，即数乡合为一个乡苏政府，但各乡仍照
原有乡村范围分配土地(除非群众自愿数乡总合平分)。［34］之后中央苏区各地制定或重新修订的各
种土地法令和决议，虽然也都提出毗连数乡总合平分的办法，但都要求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和
群众自愿的原则来实行。事实上，这背后都涉及“原耕总合平分”原则与各乡“村落领地占有观念”
冲突的问题，往往又表现为各地各乡之间严重的地界观念和地界争执。如在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
的井冈山地区，土乡与客乡之间的这种地界观念不但难以消除，而且还不断发展。1929 年 5 月，中
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就指出:“一些农民意识(民族观念、地域界限)反映到党内，如宁冈的土客籍
的斗争，莲花的上西与陇西的界限，不但不能消灭，且正在向前发展;地域界限，永新亦正在萌
芽。”［35］值得注意的是，苏区乡村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地界观念和地界争执，直接影响到乡苏地界范
围的划分和土地分配，甚至被地主富农利用而发展成为地方斗争，从而阻碍了阶级斗争的发动和发
展。1932 年 5 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在分配土地时，发
现甲乙丙地均受地方观念与绝对平均主义之支配而进行邻区的地界争执，甚至被地主富农利用了
去发展成为地方的斗争，各级苏维埃必须严禁此一现象，必须实行中央政府划分区域的条例，打破
封建的地界观念，而划地界时要注意到比较的肥瘦匀称，但绝不是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而要团结全
体工农群众向地主家(富)农进攻，以消灭一切封建的界限。”［36］
以上各种情况表明，乡村中普遍存在乡界、村界、姓界甚至房界的界限与观念，反映了一种排他
性、封建性的“村落领地观念”。这种观念直接与苏区“原耕总合分配”的分田办法相冲突，因而造
成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影响和阻碍了土地分配的顺利进行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而 1933 年以后
查田运动的许多文件，一再强调要通过发展阶级斗争来消除和避免地方界限斗争。［37］这也从侧面
表明，这种地方界限的观念和斗争始终制约着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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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权私有观念与分田斗争
苏区土地革命所要打倒的地主和地主剥削制度，背后有着一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地权制度与
地权交易习惯(包括土地买卖、租佃等习俗)以及相应的地权私有观念和证据体系(如契约、见证中
人等) ，它们共同构成了革命前苏区乡村社会的地权秩序。土地革命在沉重打击地主和地主剥削
制度的同时，也强烈冲击了这一传统的地权秩序，如大量契约被收缴焚毁，“剥削性”的地权交易被
禁止。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地权秩序，尤其是地权私有的观念，并不是阶级性的分田斗争所可轻易
瓦解的，反而对后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拒。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和体现:
第一，对于分田运动，群众常常感到害怕而不配合，或者对于分配的田地不敢要。如 1928 年井
冈山宁冈县最初实行分田的时候，农民抱着观望等待的态度，即使分了田，也不敢去管产，“害怕营
业”，担心土豪回来报复。［38］又如一份报告指出，1932 年 5 月红十四军来攻打胜利县东塘乡一带的
地主堡垒土围子，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把没收地主豪绅的田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工农，“他们便惊
惶失色”，对土豪地主心存恐惧。［39］同年，在红军新打下的万泰县乡村，也有“农民怕分豪绅地主的
土地”。［40］在雩都县，同样存在“不敢要豪绅地主的土地的现象”。［41］因为这种情况，分田工作很困
难，往往要经过好几次才能完成土地分配。在当时红军干部看来，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红军同志“把分田工作，仅仅当作一件通常的群众工作看，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阶级斗争干”，即
认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来开展分田斗争。［42］但在我们看来，群众怕分田、不
敢要田和害怕豪绅地主的情况，应该反映的是乡村中既有的权力格局和地权归属观念，其结果必然
影响分田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对于被没收分配的土地，地主并没有轻易放弃其地权。譬如在苏区各地，常常发生分田
后地主继续收租的现象。1932 年长汀县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长汀县城东门街一个叫赖子春的
地主(前清监生) ，过去他在城郊草坪乡置有一些土地，分别出租给佃户黄志五子和赵又珍。1931
年 9 月红军攻克长汀县城成立苏维埃政权后，他的土地即被没收分配给了原耕佃户。在当时的革
命形势下，赖子春按理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他的土地虽然被没收了，但他本人并没有被镇压。然而
他却“不识时务”，第二年(1932 年)的 8 月 8 日，赖子春竟然还跑到原来的佃户草坪乡黄志五子家
去收租谷，随后又到另一佃户赵又珍家去催讨去年未还的租谷，要他量出田亩租的款子，之后又要
赵又珍将租谷舂成米来还租。但赵又珍并不情愿还租，毕竟当时都革命了，于是赖子春威吓他，说:
“看他红军红得一世吗?待白军回来你亦会死。”结果不久，赖子春就被苏维埃政权收押处决。［43］在
苏区时期，像这种“分田后仍有地主来收租的古怪现象”时有发生。［44］这些现象虽然可以视为地主
对革命权威的挑战，但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传统地主对土地私有权的一种天然主张。
第三，在分田或查田运动中，大量地主富农利用各种方式隐瞒保存或夺回自己的土地。如
1930 年“二七”会议以后，不仅在赣西南吉安一带分田过程中，“有保存商会老总土地不分的事
实”，而且在遂川、安福一带，还有通过造“分田册”，名义上分田、实际上不分田而保存地主富农土
地的情形。［45］1933 年闽西宁化县一带也有类似的现象，如“陈家、石下、龙头三乡(均属今宁化县湖
村镇) ，原耕分原田，豪绅地主、富农的田，都不分，留下来，一面做漂亮的分田册向上级报告”。［46］
1933 年 6 月以后，在大规模查田查阶级过程中，苏区各地在查出大量地主富农的同时，也出现大量
地主富农翻案改为中农贫农成分的现象，如“胜利全县在查田运动前，共有地主富农一千五百八十
一家，查田运动又查出五百三十六家。可是不久以前直至现在，把地主富农改为中农贫农的竟达一
千三百几十家”。［47］他们通过这种“改阶级”的方式，夺回自己的土地，甚至强迫群众补交过去的地
租。如在胜利县，“平安上下谢乡地主萧开贡，改为中农，威吓积极分子，夺回他原有的土地房屋”;
“银坑区银坑乡富农凌会祥，到乡苏大骂乡主席‘捣鬼’，强迫乡主席将他的成分表重新填写，交他
·641·
第 2 期 饶伟新等:中央苏区的分田运动与地方主义问题
审查。车头安塘乡地主，改了阶级夺回土地后，还要强迫群众交租”。［48］可见，对于命根子的土地和
土地收租权，苏区地主富农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方式来维护的，这反映了苏区乡村地权私有观念的根
深蒂固及其对分田运动的抗拒。
第四，即使从苏区逃到白区的地主，也没有放弃他们在苏区老家的土地权利，并以特别的方式
来加以维护和主张。比如，逃到白区的地主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买卖其在苏区老家的土地，笔者最
近在赣州获得一份 1934 年 12 月的土地买卖契约就是这样的事例。［49］这桩土地交易的卖主叫张衡
址，是赣县江口镇的一个地主;买主则是长居赣州城里的一位律师，叫练韵赓，他的老家在赣县石芫
乡，距离江口镇很近。1930 年，中共就已在赣县江口镇成立了江口区苏维埃政府，并开展了大规模
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50］地主张衡址一家逃到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赣州城区避难。至 1934 年
12 月，由于所携钱财用尽，全家生计难以为继，张衡址只好将当时还在苏区政权控制下的江口老家
的三处土地卖给练韵赓。在中人的见证下，双方订立买卖契约，其中特别注明，待国民党军队“收
复匪区”后，张、练双方以及中人一道，前往现场勘验三处土地的坵塅界址，查实无误后，再到政府
推收过户。从这份契约所黏连的“契尾”以及“赣县县政府印”的红印可见，在国民党军队占领江口
之后的 1935 年 8 月，这桩土地买卖最终办理了法律上的过户手续而得以完成地权的过割。客观地
说，1934 年 12 月通过订立纸上契约的这桩交易，对于买主练韵赓来说，无疑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为毕竟当时这些土地都还在苏区政权控制之下。但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原来买卖双方之间以
及与五位中人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姻亲关系和乡亲关系。［51］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以及由此所构
成的社会信用体系，促成了这桩看似特别却极平常的土地买卖交易。而这整个案例则又表明，传统
地主甚至以不在场的方式(包括“不在地主制”) ，表现他对苏区土地的权利主张与维护。这势必对
苏区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潜在的影响，1935 年中央红军退出苏区之后，在地与不在地的地主
迅速恢复其原有土地的地权，即证明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情形可见，赣南、闽西乡村中传统的地权秩序，尤其是地权私有的观念及其
表现出来的各种地主行为，不仅直接与苏区分田运动的斗争目标相冲突，还构成了苏区土地革命一
个重大而潜在的挑战。苏区革命虽然沉重打击了地主与地主剥削制度，但最终未能彻底改变这个
结构性的地权秩序，其原因之一，即在于这个秩序背后还有着一套更加深厚的社会文化机制。
四、结语
中共自上而下领导发动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是在一个个很具体的乡村社会尤其是熟人社会
中发生和展开的，因而受到了各种传统乡族关系和矛盾因素的深刻制约。分田运动过程中所出现
的乱打土豪、乱划阶级和乱分田等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就集中体现了传统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
观念和地权私有观念等各种“地方”因素对现代土地革命的严重影响，表明中共分田政策的政治意
图和社会目标并未得到彻底实现，反映了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
毋庸讳言，本文主要是依据苏区革命历史文献来揭示土地革命进程中的各种地方主义问题的，
但正是中共自身所记录的这些“地方主义问题”，不仅呈现了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同时也
为我们重新理解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地方”的视角，以及大量的社会历史线索。近年来，由于农
村旧房改造，赣南、闽西乡村中大量的家族谱牒，尤其是土地革命前后的土地契约和地租账簿等民
间文书逐渐流露出来。而这些民间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地方社会结构与历史脉络，正构成了苏区土
地革命史的真实场景。由此看来，要深入认识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机
制，还应当大力挖掘和利用民间历史文献中的社会史信息。本文之所以关注苏区革命历史文献中
所记录的各种“地方主义问题”，亦在于揭示其中的社会历史线索，使这些问题能够与民间文献所
提供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有机的历史联系，为下一步研究开辟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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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partment of History;b．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Agarian revolution of“overthrow the local tyrants and distribute land”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during
the 1920—30s had a huge impact on original power structure and land ownership of soviet rural society． However ，because
the revolution was deeply constr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s of country clan and contradictory factors，various prob-
lems of localism arose in the process of land distribution movements，which included unruly beating local tytants，incorrect-
ly identifying classes，and falsely allocating land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meant that relationship of the kindred
and neighborhoods，sense of village territory，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rights in the traditional clan community had
effects on modern class revolution so seriously that political purposes and social goals of the CPC’s land policy hadn’t com-
pletely realized． All those reflected the social complexity of agrarian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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